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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后疫情时代，国家“一刀切”的硬核治理方式逐渐暴露忽视个体差异性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本文

立足于B区的调研资料，在泰坦尼克定律的指导下，运用问卷调查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发现居民在针

对新冠肺炎的风险认知和应对方面存在第三人效果、个体判断力不足、个人防控水平参差不齐三个方面

的表现，究其根源，社会经济地位(收入、职业、教育)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与应对能力，收入越高，职

业越体面、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够有效规避公共突发事件带来的风险，结合风险社会展开讨论，已知

在风险社会中，存在绝对不平等的阶层风险地位。基于此，本文从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提出解决

措施，以期有益于后续公共突发事件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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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the national “one size fits all” hard core governance approach has gr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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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y exposed the defects of igno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 this bas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data in area B, under the guidance of Titanic’s law, using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unstructured interview, this paper finds that residents have three aspects of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risk cognition and response to COVID-19, lack of individual judgment, and uneven individual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evel, and investigates its root causes, Socio economic status (income, oc-
cupation, education) affects individual risk cognition and coping ability. The higher the income, 
the more decent the occupation and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the more effective it is to avoid 
the risks brought by public emergencies. Combined with the discussion of risk society, it is known 
that there is absolutely unequal class risk status in the risk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lution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individuals, society and government, in order to be 
beneficial to the governance of subsequent public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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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6 年，联合国人类住区大会提出“21 世纪城市将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战场”，2050 年

将有 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随着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和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诸如新冠肺炎疫

情等越来越多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城市为起点向全球范围内蔓延，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

严重损失。经此一役，国家和人民虽然做足了准备，采取了积极措施，但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以及我

国人口众多，地域差别大的国情，在国家统一决策部署的前提下，各阶层民众对疫情的认知和应对能力

仍存在明显的差异。 

2. 阶层诸论 

阶层问题由来已久，任何社会的统治者都要面临如何处理阶层的问题，这是一个亘古的命题。同时，

阶层对于人们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一致的，所处阶层越低，其所面临的社会风险就愈加强烈，基于此，

本文笔者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综述。 

2.1. 社会阶层划分 

自农业社会出现以来，严苛的社会分层就一直存在。据史料记载，在中国商代，社会就已经出现了

类似于金字塔式的等级分层，由商王、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不同阶层的财富和地位存在显著的差异。[2] 
无独有偶，古代印度种姓制度亦是社会分层的一种体现，主要盛行在印度教徒中。据悉，印度最初

有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地位由上至下逐渐降低。[3]种姓是世袭的，各个种姓

之间界限森严，不可逾越一步。随着生产的发展，四大种姓之上又衍生出了 3000 多个亚种姓，进一步加

剧了社会分层。[4] 

在西方社会，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依据的理论来源有两种。一是以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为代表的阶级分层理论，强调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经济生产过程中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5]赖
特(E·O·Wright)认为，在当代社会中，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基于组织权利的控制关系和基于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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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关系，构成了新的剥削阶级，根据人们所掌握生产资料、管理权力和专业技术的多少、高低，形成

了新马克思主义多元资产剥削的阶级结构框架。[6]二是以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多元分层理论，韦伯

提出了社会层次结构划分的三大标准：财富、权力和声望，在他看来，市场交换领域的权力关系或支配

关系才是阶级关系的决定因素，所谓阶级指的是因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中获取经济利益不同而享有不同

生活机会的群体。在此基础上，戈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e)进一步指出，雇佣关系才是市场领域支配关

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衍生出了服务关系和合同关系两种类型，形成了新的被雇佣阶级——服务阶级，著

名的 GEP 图式由此诞生。[6] 

步入当代中国社会，众多学者从多个维度出发构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类框架，其中以陆学艺最为

著名，其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进行阶层划分，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

层。[7]刘欣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将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为 5 个层次，[8]基本定

义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阶层框架结构。 

2.2. 疾病、风险与阶层 

健康的社会分层阶梯学说的核心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的健康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

1340~1750 年肆虐欧洲的淋巴腺鼠疫杀死了大约 2000 万的人口，其中绝大部分是卑贱和普通之人；1994
年，鼠疫以肺炎的形式在孟买附近的苏拉特市再度爆发，导致大约 6000 人住进了医院，当时苏拉特市大

约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印度最恶劣、最拥挤的贫民窟里。与此相应，心脏病在美国作为致死率最高的疾

病，最易侵袭那些高度易感的个体，穷人首当其冲。[9]艾滋病作为人类社会的头号杀手，目前仍然没有

治愈的方式，在美国，非拉美裔的黑人拥有最高的发病率；在非洲，艾滋病在妓女、移民工人和长途卡

车司机中最为流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劳工体系也起到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在欧洲，感染的中心主

要是城市里的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在中国，HIV 患者则主要集中于静脉注射毒品者，迄今为止，艾滋

病的流行似乎大体上限于这些高危群体之中。[9] 
随着世界风险社会的来临，与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财富分配机制高度重合的风险分配机制加剧了

风险在贫穷弱小的人之间的集中。学者王甫勤指出：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

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媒介接触越频繁的人、阶层地位越高的人风险

认知越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更强的风险认知。[10]沈可认为，儿童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高龄

老人的死亡风险，虽然部分影响是通过成人时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介作用，但仍有部分会产生直接影

响。[11]黄洁萍、尹秋菊等人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健康风险呈正向相关，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

健康风险逐渐下降。[12]程启军进一步指出，财富在上层聚集，风险在下层聚集，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的

边缘阶层往往成为问题制造者和风险高危区。[13]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在一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越低，这个人所需要承受的

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就越多，相应地，这个人的健康状况也就越差，如果将这一结果进行扩大延伸即可推

断：作为中产阶级的群体和作为劳动阶级的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所拥有的身体健康状况是

不一致的，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泰坦尼克定律为指导，立足于 B 区居民的具体情况，

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居民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的认知和应对，进而提出解决措施，以期有益于公共

突发事件的治理。 

3. 居民风险认知及应对现状 

3.1. 存在第三人效果 

“第三人效果”是传播学上的一种说法，1983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学者戴维森(W. Phil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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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son)在《传播中的第三人效果》一文中指出：人们在判断大众传播的影响力时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感知

定势，即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介的信息对“我”或“你”未必有多大影响，然而会对他人产生不可估量的

影响。[13]在这种感知定势的影响下，很多不明真相的老年人会认为新冠肺炎不会影响他自己及家人的健

康，因而拒绝遵守防疫规定，疫情防控期间出门拒绝佩戴口罩，进入大型商贸中心或出入其他公共场所

时，以嫌麻烦为由拒绝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甚至当防疫人员多次要求无果时，双方还会发生激烈争吵。

与此同时，大量人群聚集现象频繁发生，在很多思想传统的人眼里，过年走亲戚、拜年是必备流程，它

不仅能够增强亲友之间的感情和联系，还有可能成为一些投机取巧之人的晋升途径，没有任何事情能够

打断这些人忠于“礼节”的行为。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了解到，疫情期间不会频繁出门的人仅占 15.95%，会频繁出门和选择看情况的

人占据比重分别为 33.10%和 50.94%；出门选择主动佩戴口罩和不会主动佩戴口罩的人基本达到了 1:1 的

比重，剩下的 48.20%选择视情况而定，当疫情十分严重，可能会危及其生命安全时，他们才会选择佩戴

口罩，其他时间是不戴的；在出门是否会主动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这一选项上，49.74%的人选择了不会，

也就是说，只有当被要求出示时，他们才会将其打开；对于疫情期间是否会主动监测自己的身体状况这

一问题，依然有 10.46%的人选择了看情况；在疫苗接种方面，表示会主动接种疫苗的人仅占样本总量的

55.06%，26.42%的人表示不会主动接种，还有 18.52%的人选择视情况而定，表现出了一种对于自我漠不

关心的状态，由此可知，人们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感知并不强烈，在疫情期间的应对措施并不十分

明显。 

3.2. 个体判断力不足 

一方面，个体对于信息的接收程度不尽相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很多别有用心之人的引导下，

各类有关新冠肺炎的谣言层出不穷，据统计数据显示，仅有 31.03%的人果断选择不相信，仍有 39.31%
的人持视情况而定的态度，也就是说，一旦情境适宜，很多人就会选择相信流言。目前仅由中国互联网

联合辟谣平台在线辟谣的就有近千条之多，当下网络透明化，各类信息在网上层出不穷，未经查证就经

由他人口口相传，很多不明真相的人主观判断后即偏听偏信，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笔者在调研过程中

听到的最早的关于新冠的谣言即“打疫苗会损害身体健康”，WXH 表述如下： 

我之前是不打算打疫苗的，我家亲戚说打疫苗对身体不好，特别是那些准备要小孩的，就更不能打了……我前

两天才去打的，我儿子非要我去，倒是没什么大反映，就是手臂有点儿疼。 

由此可知，疫情期间的许多谣言确实对民众产生了不良影响，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秉承着宁可信其

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跟风从众，严重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位老年女性 ZYY 给出了如下说法： 

我之前在小区里跟邻居聊天，听她们说多吃大蒜和盐能够减少感染肺炎的概率，后来我回去就去菜市上买了好

多大蒜，做饭的时候每道菜都放，那段时间我家的饭菜都是口味特别重的，刚开始我儿子还以为是我不小心放多了，

就说让我少放点，对身体不好，我也没跟他说。后来接连吃了几天，我儿子发现不对劲了，问我，我才把前因后果

跟他说了，他哭笑不得，说我上当了，我还不相信，差点跟他吵起来，后来他在网上查了，原来真的没有这回事儿，

我才反应过来，我被骗了。 

另一方面，部分居民出于恐惧心理，拒绝坦白自己的身体状况或拒绝汇报自己的行程，根据 QLP 的

说法：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感冒发烧了，当时我们这边查的还挺严的，我不敢去医院，就在我家附近的药店买了感冒药

吃，怕去医院被要求隔离……其实我自己知道我不会感染新冠，我都没有临床症状，我前段时间都在单位上班，这

https://doi.org/10.12677/mm.2022.128132


王金红 
 

 

DOI: 10.12677/mm.2022.128132 985 现代管理 
 

两天放假了待在家里也没怎么出门，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感染的。 

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并不能完全排除感染的风险，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无症状感染者，

这样的行为不仅是一种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更是在无形之中使周围的人陷入了被感染的风险，充分

体现了个体判断力和集体意识的缺失。 

3.3. 个人防控水平参差不齐 

个人防控能力指的是疫情期间居民采取措施进行防护的具体情况，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能否

正确掌握疫情防控知识对疾病的预防和疫情的控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很多人在

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并不能熟练掌握防控技能，将自己暴露于风险之下。一方面，专家指出，疫情期间普

通的一次性医用口罩一般来说可以连续佩戴 4 个小时，超过这个时间之后口罩的防护层就会被损坏，从

而降低保护作用，一般而言，在感染风险较小的地方，也可以适当延长口罩的佩戴时间。据统计数据显

示，在我们调研的人中，在 4 小时内更换口罩的居民仅占样本总量的 8.92%，绝大部分人都保持在 9~24
小时之间，佩戴一天以上的比率也达到了 35.33%；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期间，专家提倡居家消毒，包括

75%的酒精和含氯的消毒水，以及针对耐热物品的物理消毒方法等都能够有效消灭病毒，但是据调查数

据显示，目前能够定期对室内进行消毒的居民仅占样本总数的 19.90%，仍有 28.47%的人选择不会定期消

毒，可见目前居民的防疫水平仍有提升的空间。 
综上所述，笔者整合相关资料，将 B 区居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风险认知和应对表现进行了汇总，

得出了三个方面的结论，即：存在第三人效果、个体判断力不足、个人防控水平参差不齐，为下一章节

的研究夯实了基础。 

4. 影响居民风险认知与应对的因素分析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你的健康，当确定一个人在阶层等级上的位置时，社会学

家广泛使用一个较为宽泛的标准——社会经济地位，这一概念最初来源于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社会

分层的设想，包含三个变量：收入、职业和受教育水平，本章中笔者将引入这一概念来分析 B 区居民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风险认知和应对存在偏差的原因。 

4.1. 收入 

收入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消费能力、住房、饮食与卫生服务，收入越高，消费能力越高，相应地，个

体的抗风险能力也就越强，反之则相反。从居住环境方面看，高收入群体有机会住在环境优越、风景秀

丽的高档小区，享受优质的生活条件，经常锻炼，合理安排度假；而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可能紧邻噪音、

污染和有害的环境领域，享受低劣的卫生福利，如住宅紧邻机械化屠宰场的居民，该厂周围常年飘荡着

各种难以言喻的牲畜腐烂的腥臭味，周围居民深受影响，居民 YCP 如是说： 

这个屠宰场建成有些年头了，我们周围的居民挺困扰的，(屠宰场)经常凌晨 4、5 点钟杀猪，夜深人静，突然响

起尖锐的猪叫声，怪吓人的，经常在睡梦中被吵醒，我年纪也不小了，睡眠不好，经常是醒了就睡不着了……屠宰

场旁边的环境污染挺严重的，那些猪的粪便之类的，会产生很刺鼻的味道，传得很远，周围都能闻到，到了夏天，

周围空气都是污浊的，下水道之类的也很脏，有很多苍蝇。之前也跟上面反映过，也做了一些整改，但是没什么用，

味道和污染还是很严重，在这儿住得久了，感觉人都臭了。 

综上，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仅导致了居住环境的差异，同时也导致了疫情防控设施与能力的差异。H
小区作为 B 区的中高档住宅区，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地理位置优越，疫情爆发初期，该小区就积极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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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国家号召，小区物业在业主群里发布通知，要求居民居家隔离，减少外出频率，避免人群聚集，同时，

物业公司加强小区安全管理，采取紧急措施，关闭小区外出通道，仅留正门供住户通行，住户进出严格

扫码，测温，佩戴口罩。并第一时间展开摸底调查，对于春节期间有过远距离外出经历的人员进行造册

记录，一旦发现有人去过有确诊病例的地区或高风险地区及时进行隔离，并安排相关人员定时定点测量

体温。物业保安在小区中 24 小时轮班值守，一有紧急情况立马采取措施，防止病例扩大接触范围。反观

Z 小区，作为政府安置贫困群体的特殊区域，里面大多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和公租房，房屋面积狭小，

仅为 30 m2，小区内绿化不足，各类物品随意放置，人居环境较差，小区内公共基础设施不足，居民最大

的娱乐项目就是聚集在一起聊天。人口结构复杂，低保户、特困户、残疾人、失独老人、艾滋病人、精

神病人、重大疾病患者相互交织，管理困难，社区居民缺乏防疫意识。同时，小区居民普遍经济困难，

大多数靠国家每月 600 元的低保，以及打零工为生，在疫情期间，他们不仅无法安心居家防疫，还要为

生计往来奔波，所遭受的风险和挑战急剧增加。 
从居民的生活方式、居住环境以及 H、Z 两个小区的对比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收入水平不同，

居民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应对能力和所享受到的设施亦不相同，但是，收入并非影响居民风

险认知与防控的唯一因素。 

4.2. 职业 

职业测量的是地位、工作责任、体力活动以及一个人与健康相关的工作风险，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医务人员作为新冠肺炎患者的密切接触者，首当其冲成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高危人群。其次是生活在

城市底层为了生存不得不往来奔波的民众，就像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更高一样，长期处于职业阶

梯底层的民众遭受风险侵袭的比率也呈正向增长，底层职业者大多陷于恶劣的工作环境，缺乏风险意识，

进一步加剧了感染的风险，清洁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城市的清道夫，清洁工的存在是必不可少

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存环境将变得脏乱不堪，但就是这样一个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

发公共事件中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城市清洁工大多来自下岗工人和农村妇女，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

基本的卫生知识和自我防护意识，不了解规范洗手的程序，为了省钱，常常一双手套多次重复佩戴使用，

在工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接触到污染非常严重的物品，我们与 55 岁的清洁女工 LHR 进行了如下

交流。 

访谈者：您一直从事城市清洁工作吗？ 

被访者：是的，干了快十年了。 

访谈者：您当初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工作的呢？ 

被访者：我是农村的，那时候村子里遭灾了，日子不好过，想着来城市里混口饭吃，就跟着村里人一起出来了，

我没什么文化，也找不到好的工作，现在这个工作还是老乡帮忙介绍的，一直干到了现在。 

访谈者：您觉得现在这份工作怎么样呢？能满足您的需求吗？ 

被访者：跟别人当然不能比，要是有选择我也不愿意干这个，现在也是凭力气吃饭，赚钱贴补家用。 

访谈者：疫情防控期间有安排你们放假吗？ 

被访者：我们不放假的，放假了谁来打扫卫生，每天那么多垃圾要清理。 

访谈者：不放假的话有没有针对你们提供一些相关的防疫物资呢？ 

被访者：会定期给我们发一些口罩和消毒液，要求我们一定要按时消毒，上班一定要带好口罩，还有就是不能

徒手捡拾丢在地上的废弃口罩，上班要穿好工作服之类的，要求我们感冒发烧了要及时报备，差不多就这样。 

访谈者：您有感觉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在疫情期间可能会增加您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风险吗？ 

被访者：不好说，反正大家平时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就是疫情防控期间要求多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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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农民工也是一个感染风险较高的群体，一方面，基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本身缺乏基本的

卫生知识；另一方面，农民工本身的居住环境恶劣，其大多都是集体居住，群居生活，疫情期间无法做

到彻底的消毒清洁，也无法频繁进行核酸检测，很多紧急的工程如若无法停止施工，一旦其中有一个人

感染，其后果不堪设想。 
综上，社会经济地位与风险感知和应对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机制，二者相互映射，而职业就是其中

之一。 

4.3. 教育 

教育显示的是一个人是否具备好的学历水准，以及隐藏于学历之下的一系列资源，包括好工作、好

房子、获得高质量卫生服务的机会，以及掌握健康生活方式的知识等等。一般来说，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们，特别是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拥有更多的关于如何预防和应对风险的知识，更懂得从专业的

渠道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也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识别疫情期间的众多谣言。通过调研，笔者了解到，

居民获取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渠道五花八门，参差不齐，有 58.49%的人是依靠官方来获取信息的，诸如

政府和社区的正式通知，这不失为一个好习惯，但也进一步突出了信息获取渠道的狭窄，在这个信息爆

炸的时代，诸多知识是可以通过网络获取的；有 34.48%的人依然倾向于各类小网页，缺乏信息辨识能力，

对于网络知识盲目信任；依靠周围人的议论来获取知识的人数占比高达 62.09%，充分体现了居民科学意

识和主体意识的缺乏，一味跟风，盲目依靠他人，缺乏主动获取和确认信息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我们

了解到了 79 岁高龄的 DGD 女士的说法： 

我没什么文化的，以前没读过多少书，其实以前我家是有条件读书的，但是我自己不喜欢读书，我语文挺好地，

我会读，但是算术，我一看到那个数字我就头疼，后来读到初中就不读了，在我父母的安排下进厂工作，现在已经

退休好多年了，一直跟我老伴儿两个人住在这里，姑娘在南宁工作，偶尔会回来看看我们……那时候我老伴儿突然

生病了，我送她去医院，现在住院好麻烦地，没有核酸进不去，他那时候病的又急，给我吓坏了，后面好不容易进

去了，家属又不能陪着住，做大的检查之前也要做核酸，把我急坏了，我那时候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放他自己在

医院，就怕出点啥事儿我赶不上，这个疫情真是太害人了。 

由此可知，教育水平与风险认知能力呈正向相关，低教育水平的群体在疫情期间无法合理地运用知

识来应对突然发生的事件，从而将自己陷于极度焦虑、极度恐慌的状态，进一步凸显了社会经济地位对

底层阶级的影响。 
综上所述，拥有更多收入的群体、拥有体面职业的群体以及拥有良好教育水平的群体在突发公共事

件来临之时能够享受更好的基础设施、能够合理规避职业风险以及能够拥有更多的应对突发事件的知识，

由此可知，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个体的风险认知和应对能力。 

4.4. 讨论：风险社会 

随着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传统的旧体制已经打破，现代的新体制正在

建立和完善，在此过程中，人们既要关注传统社会财富分配的问题，亦要关注当代社会与财富分配相辅

相成的风险分配问题，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历时性问题共识呈现，财富分配的问题也即“我饿”的问题

尚未解决，风险分配的问题也即“我怕”的问题接踵而至，“面包”问题和“安全”问题同等重要。[14]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将世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客观存在的风险，即

实际的，有形的风险，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客观风险如影随形，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得

越来越复杂，同时具备更多的不确定性；第二大类是主观意义上的风险，即心理和意识层次上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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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为风险意识，风险认知将客观风险变为风险政治，而风险政治恰恰是发达工业社会中社会生活形态

的标志之一。[15] 
在风险社会中，存在着不平等的风险分配逻辑，首先在风险的阶层涉及层面，存在普遍性风险与特

殊性风险，普遍性风险相对而言是全球社会需要共同面对的，包括气候异常、经济危机、温室效应、核

战争、能源短缺等，而特殊性风险或波及面较窄的风险往往只影响或涉及某些特定的阶层或群体，诸如

艾滋病、吸毒等，随着风险知识不断地被感知和逐渐成熟，很多诸如经济的、职业的、文化的风险在很

大程度上成为了特殊性的风险，即有能力、有财富的人逃避了风险，而无权无财的阶层承担了风险。从

现实生活来看，无论是普遍性的风险还是特殊性的风险，往往都大量聚集在边缘地带，究其根源，不同

阶层对于风险的认知程度和抵御能力存在差异。其次体现在不同阶层应对风险的能力上，通常情况下，

财富的多寡决定了不同阶层社会成员应对风险能力的大小，上层阶级拥有大量财富，享受优越的医疗卫

生条件，往往能够从容地运用各种手段抵御风险的侵袭，而底层阶级尽管也在积极地防御，但当其对于

风险的承受能力超出经济承受能力时，态度就会变得消极，再一次凸显了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不同阶层群

体认知与应对能力的影响。此外，在风险社会中，还存在风险的转移支配现象，当所有阶层都遭受普遍

性风险时，绝大多数的风险将转移到缺乏抵御社会风险资本的弱势群体身上。[13] 
综上，尽管风险社会中存在着绝对不平等的阶层风险地位，但是，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并非是独立存

在的，而是处于共生共存的状态，必须实现风险共担，命运共享，唯有合作行动才能为人的生存创造机

遇。[16] 

5. 公共突发事件下的应急管理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公共突发事件，重新聚焦了公众对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关注，居民在收入、

文化水平和职业差异性所建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下，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一方面要面对更多的风险和

挑战，另一方面也要面临风险转嫁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帮助居民规避风险，减少公共

突发事件对于居民的伤害，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是值得我们挖掘和反思的问题。 

5.1. 个人层面：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他们具有相互的社会责任，每个人在社会中生存，

都不可能脱离群体自成一格，或多或少都会与周围的人存在一定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境下，个体必须明

确自身的定位，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没有任何人能够独善其身，必须积极参与构建命运共

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将个人从个体的“我”变成集体的“我们”，以集体的方式参与疫情防控，实现责

任共担，命运共享，从而达到惠及全体成员的目的。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全国一盘棋的政策可能

会使得居民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出现分离，各阶层居民所具有的不同的风险感知水平与应对能力会使

得不同区域的应对措施差距增加，高教育水平、高收入和高职业阶层的群体基于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地位

能够享受更好的疫情防控条件，而中下层阶级为了谋生，不得不将自己置身于风险之中，在这样的情况

下，各阶层群体必须广泛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整体，在新冠肺炎疫情高传染性的加持下，一人感染，周围

人全部陷入风险之中，因此，必须树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责任观，杜绝第三人效果的发生，自觉将

应急防控的方针和政策内化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弥合个体和阶层的差异性，有效降低不同阶层的感染

风险。 

5.2. 社区层面：积极赋能弱势群体 

在公共突发事件中，社区作为上传下达的重要载体，既负责信息的传达，也负责物资的输送，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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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社区必须明确自身的定位，积极主动参与公共突发事件的治理。一方面，社区应强化信息的传

达能力，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使居民充分认识到公共突发事件的危害，如强制性手段，依据上级部门的通

知和要求，对不遵守规定的居民按照要求强制执行；运用灌输性手段通过宣传和说教转变居民的主观态

度；运用技术性手段、包括 QQ、微信、喇叭、横幅、海报等积极宣传应急管理措施，确保深入人心。另

一方面，社区必须加强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下，社会底层依然存在着不同程

度的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留守儿童、残疾人、吸毒人员、单亲家庭、低收入家庭等等，由于其自身

在经济水平、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各方面的缺陷，其在公共突发事件中将会遭受更大的风险，社区必须

主动识别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积极联络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其他福利服务机构和社会人士，搭建

起足够庞大的资源链接平台，打造高效的资源运输渠道，建立公开透明的资源配置体系，以确保在人力

物力资源转移支配的过程中尽可能使弱势群体享受与主流阶层同等的危机应对措施，不将其排斥于主流

社会之外，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在公共突发事件持续发展的状态下，针对痛失亲人或对危机事

件产生心理阴影的居民或家庭应及时给予关注，主动引入专业人士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不良情绪，

避免其他恶性事件的滋生。 

5.3. 政府层面：加强信息治理 

在公共突发事件应对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加强对于信息的治理，信息的治理是一个多方主体博弈的

过程，政府主动公开信息与舆论引爆信息的严重程度是不一致的，政府必须处理好与多方主体的关系。

首先是政府与公众的博弈，在此过程中，政府必须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如实公开危机信息，从而消除民

众的顾虑；其次是政府与社会的博弈，在公共危机的不同阶段，多元主体之间应该保持良好的沟通，政

府要主动寻求与媒体的合作，构建畅通的交流平台，确保第一时间处理危机与冲突，避免事件扩大化；

再次是社会与公民的博弈，在公众危机中，如果政府和媒体不能及时的、透明的公开信息，形成制度化

流动阻碍渠道，就会导致信息异化，滋生谣言，引发社会恐慌或误导一些缺乏风险认知的底层民众，如

若此时政府缺乏引导流言的能力，就会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最终造成社会失秩。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

中，就滋生了大量的谣言，对公共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首先必须提升自身的信

息协调能力，建立全过程、全主体、全功能的应急信息管理平台，加强对于信息的获取和管控；其次必

须加强信息的公开水平，应急信息是随着事件的发酵而进入政府议程的，政府必须掌握好信息发布的原

则，抢占话语先机；再次政府需要有一定的信息渲染能力，为了使公众能够接受政府对于危机情境的定

义，政府必须减少不确定性，尽可能地公布相关事件的所有信息，并能够对公众的质疑做出及时的回应，

打破流言的建构立场，从而确保危机事件的完美解决。[17] 

综上所述，面对公共突发事件，我们在遵从国家统一决策，统一领导，响应国家号召，紧跟国家步

伐的前提下，也要充分发挥个人、社区、政府三个层面的作用，关注不同阶层居民群体的需求，重视个

体差异性，倾听群众的意见，开展灵活自主的防控措施，有效提升广大居民对于公共突发事件的认知水

平和应对能力，降低社会风险。 

6. 结语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危机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危机不再是个人或地区内的

危机，而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诚如贝克所言：那些生产风险并从中获益的人迟早会遭受风险的报

应，如果不加以干预，特殊性风险势必会转变为普遍性风险，主导阶级在风险中获益而边缘群体在风险

中受损的强权逻辑必须得到改变，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在形成，风险共

担，命运共享将成为新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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